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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文性问题

———兼论反思的“人文史观”

侯 且 岸

〔摘要〕本文在学术史、史学理论、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重

要问题——— “人文性缺失”。本文力倡反思的“人文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理在事中”的方法论

原则，结合具体的、典型的历史范例，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党的思想史、党的建设等

方面，着力分析人文性被弱化的根本原因，揭示人文性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进而力求丰富中共党史

研究的学术内涵，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加强学科规范，进行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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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Issues of the CPC’s History Research
———on the Reflective“Humanity Conception of History”

Hou Qie’a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academic history，historiography theory and thought history，the paper

clearly raised the important issue existing in the CPC’s history research———“the missing of humanities”． The

author promoted reflective“Humanity Conception of History”，adhered to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seek

truth from facts”and“truth in the matters”，combined specific and typical historical examples，analyzed the root

causes of weakening the humanities from disciplinary nature，research object，research content，party’s thought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revealed the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of humanities research，and further enriched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s of the CPC’s history research． All of those made a good attempt to deepen the CPC’s his-

tory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ary norms．

任何学术都需要通过深入的学术史反思检

讨其得失，不断丰富学术研究的内涵，使学术

逐步趋向成熟。本文涉及的 “人文性”是笔者
多年进行学术史研究发现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存

在的重要问题。早在 2005 年，笔者曾著文 《论
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文化取向》，明确指出了文
化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在联系，倡议党史

研究者重视文化研究乃至跨文化研究。文化与
历史是一个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条
件。作为人文学科范畴的历史学，在学科性质
上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性，其所联系的人物、
事件无一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鲜明

的文化特征。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中共党史

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厘清

中共历史与文化的理路。这个文化存在、文化
理路并不仅仅在于给中共党史研究增添一些

“文化史”的素材，或者是对中共所领导的
“文化工作”做一般化的梳理，而是倡导一种反
思的、开放的历史观念①。

近年来，在原来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拟再

探讨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寻找缺
失的人文性”。也就是说，现存的研究没有能充
分体现历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人文性，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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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发展。其原因何在? 如何认知并解决这个
问题? 以下对此作些探讨。

一、从学科性质审视“人文性”
被弱化的根本原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党史学界就开始了对
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讨论。当时争论的焦点问
题就是中共党史是否属于历史学科? 当时党史

学界举办了以 “反思 ‘联共 ( 布) 党史’对中
共党史研究的影响”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等活
动，试图从中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此后，党
史学界对学科性质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

笔者所选择和坚持的取向是: 通过对学科

性质的阐发，梳理出党史与历史文化的逻辑关

系。中共党史隶属于历史学科，并与中国历史
文化有着不容割裂的内在联系，其研究对象和

内容虽与政党的政治特征有关，却不能也不应

被归入学科性质的范畴。但是，如果从广义的
学科规范看，在逻辑上还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解

决。目前，在学科门类归属上，中共党史被列
入政治学，而严格意义的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科学 ( Social Science ) ?

在我国，对社会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有误，其

中最大的误解就是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 Hu-
manities) 加以混同，称之为 “广义的社会科
学” ( 亦有 “大社会科学”的说法) 。作为人文
学科的知识 ( 如文学、历史、哲学等) ，被归入
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长期隶属于社会科

学的主管部门、团体。《现代汉语词典》原来对
于 “社会科学”的解释是: “研究社会现象的
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文
艺学、美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是人们对阶
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属于上层建筑范畴。”① 后
来修订再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删去了第二句
话。从这段解释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代的印迹，

在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只能讲阶级性，

不允许讲 “人性”和 “人文”，原因在于它们
具有典型的 “资产阶级性”。因此，人文学科的
位置也就被换成人文科学，并由社会科学取而

代之。道理很简单，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事物

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今天，在以人为本的
理念指导下，着实应该认真反思历史教训，给

人文学科正名，承认它的学科独立性，尊重它

的学科发展规律。这应当是人文知识普及的重
要前提。
给人文学科正名，强调人文知识的定位与

普及，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至关重

要。而与此相联系，首先需要给予界定的便是
人文概念。很多人对 “人文”处于茫然不解的
状态，除了有历史、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还因
为这个概念原本都不是产生于中华文明的概念。
即使在西方文化中，也同样令人费解，歧义颇

多。董乐山在翻译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
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一
些抽象名词，一旦译成汉语以后，人民对它的

理解往往绝对化了，或是根据中国特殊的文化背

景，衍生了与原意有所出入甚至背离的含义”②。
我们还是要从中国文字和历史出发，确立其基

本定义。“人文”二字最早见于 《周易·彖传》。
“贲卦·彖传”曰: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
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从文字意义上看，这里的
“文”所体现的是变，人世之变，其人文性的本
质是人自身的变化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正确认
识，离开历史是无法完成的。我们从事中共党
史研究，必须确立这种基本观念。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肯定人在创造历史中

的作用，亦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义。在
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
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许

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

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③

在人们创造历史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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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认知和评价，形成特有的史识，而与史

识相联系的便是历史认识论。在中国近现代史
学发展中，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始终是一个薄

弱环节。李大钊对历史认识论的探究颇有建树，

其代表作便是 《史观》。李大钊提出，要探求
“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 “活历史”的内涵
就是: 历史的进步性、历史进程中的人性、历
史学家的自律性。他指出: “历史观本身亦有其
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
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

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

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退落或循环的历史观进

而为进步的历史观。”①

对今天的人来说，实现真正知史，就要树

立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实现理性的复归;

从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追
求; 从人文历史知识中发现社会发展变化的本

质，完善自我的思想修养。需要特别指出，深
化学科意义的人文性，必须努力确立反思的人

文史观。这一史观建立在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
思主义史学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不仅为中国

共产党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也有

利于学术的交流与学术的普及，促进中外学术

的相互理解。

那么，反思的人文史观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呢? 肯定见仁见智。结合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
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六方面内容值得予

以高度重视。其一，重新认知人的本质，辨识
人与历史的关系。离开人，便没有历史可言。

然而人又是十分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司马迁
所谓 “通古今之变”的前提是 “究天人之际”。

大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具有历史人物研究的

专长，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二，将历史视为人
类文明的发展演变过程，寻求人类共通的价值

取向。人类文明史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将阶级斗争夸大为全部文明史的内容完全不符

合历史的逻辑和历史的内在规律。其三，党性
与人性、民性并不构成根本的对立面，党性的
内涵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与时俱化”，赋予
符合时代潮流的内涵。其四， “以人为本”与

“实事求是”不可脱节，坚持 “实事求是”的
历史主义原则，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

尊重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在儒学传统中，“实
事求是”的重要前提不容忽视，这就是 “修学
好古”、 “述而不作”。其五，在史学研究中，

深刻反思 “以论代史”的危害，笃信 “理在事
中”的古训，负责任地写出信史。其六，全力
摈弃人为的、主观的斗争性，凸显历史过程的
矛盾性、复杂性、客观性和偶然性。

反思的人文历史观不是凭空臆断，它的理

性前提是文化自觉。通过反思，实现文化自觉，

认知 “人文性”的实际存在及其重要价值。长
期以来，由于斗争理念的驱使，在文化上，人

为地设置了许多对立面，立足于 “革命”的、
“触及人们灵魂”的批判。这种 “革命”的批
判意识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失，并对现实生活发

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着消极的社会作用。

而对先进文化建设而言，其特有的危害乃至破

坏性，更不应低估。痛定思痛，在文化建设上，

我们理应从审美意义的角度看文化，应当向全

民族倡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过犹不
及，以和为美”，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这种
理念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体现多样性统一的

理念，更符合人性的要求。文化与人性永远不
可脱离，人文之魂在于和。

有关文化的包容性，从认知到实践，都是

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

个难解之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新
旧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即是争论焦点。当时，

很多人机械地把新与旧截然对立起来，割断了

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企图从根本上否定

旧文化。处在文化的转型时期，最能激励人心
的恐怕就是要彻底 “推翻旧习惯旧思想”。当时
“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
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②。针对这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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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认识，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误断。

他明确表示: “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
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

着一辆车一样; 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

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
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
应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

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
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

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

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

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① 可见，李
大钊阐释的确是一种科学的、具有包容性的、

合乎思维逻辑的、建设性的认知理路。如果沿
着这条理路进行思索，肯定会将历史 ( 传统)

与现实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全力避免

堕入武断的思维歧途，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式。

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教训，大致

上多根植于对新与旧的扭曲认识。

新旧文化的共存，同样是今天世界文明发

展进程中遇到的关键性问题。2000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报告指出: “人们日益认识到，全球
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而且探索全球

化在社会和民族等方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

导致文化问题。现在，文化的特征 ( identity )

和表达、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共存、文化
的发展和遗产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管文化

领域中的核心问题”。我们要通过 “保护文化多
义性、促进文化多元共存的方法，我们就能使
文化在 21 世纪中完成它最重要的功能: 把和谐
的方法带入我们的生活”。②

二、从对具体研究内容的反思感悟
“人文性”价值

反思的人文史观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对具

体研究内容的思辨，从中感悟 “人文性”的重
要价值。因此，笔者主张从研究范例入手，用
例证剖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
(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由于人文性与思辨

性的关联，对人文性的感悟必然会触及思想理

论研究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理论史的
研究，同样需要树立起对反思的人文史观，将

马克思主义看做是 “时代的产物”。对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解一定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

也一定不可脱离民族思维形成的特殊的历史语

境。从这个意义上，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看成是一个人文过程、历史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一直是

中共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
把这种思想的传播还原成具体的人文历史过程，

而不是单纯以阶级斗争为导向的生硬说教，使

其更令人信服。“问题与主义论战”就是一例。
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此拨乱反正，澄清了事实。
但要真正弄清其中的人文性内涵恐怕绝非易事。
依据史实，通观 《每周评论》，胡适在文章

中重点剖析了 “主义”，但并没有提到 “马克
思列宁主义”，倒是抨击了 “王揖唐的社会主
义”。他对当时所流行的 “空谈主义”一直存
有极度的反感，再加上北洋皖系政客们的参与，

就使得这种反感更为强烈，从而直接导致了关

于 “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今天，这个历史背
景需要讲清楚，否则便无法对事件作出合乎逻

辑的、历史的澄清。胡适很重视李大钊等人的
意见，将他们视为挚友。如今，那个时代已经
远去，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用 “两军对
垒”的思维去看待一切，也就很难理解那时的
人文风气了。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
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同时

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 “偏颇”，坚信主义和问题
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
可以说，“问题与主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

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

史命运的理性讨论。在讨论中，李大钊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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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 ( 2000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2 页。



的分歧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即
便是分歧，也并非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正如李大钊向胡适清楚地表白的那样: 其实，

我的观点，“有的和先生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
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①

“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关键所在是认识论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争论所揭示的是如何正确
地认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如何使主义、理论
与实际更紧密地结合?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胡适与李大钊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认识史，向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了

必须直面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
直到今天也还在困扰着我们。

从人文性的角度着眼，在研究中，应当格

外重视启蒙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深刻影响。尤其应注意，五四新文
化运动之后，启蒙的内涵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

化，它直接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新的觉醒。而抗
日战争所引发的民族救亡又进一步刺激了启蒙

的深化。所以，才会有人说中国文化有了 “新
启蒙” ( 亦可称之为 “后五四思想启蒙”) 。按
照当时张申府的说法: “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
运动应该是综合的”，所造就的文化 “应该是各
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这
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

还应该带有民族性”。② 今天，实在有必要对这
种突出 “民族性”的后启蒙意义的 “新启蒙”

本身做出反思，连接起已遭遇 “断裂”的近世
乃至现代的思想传统。

思想上的 “新启蒙”促使中国学术界出现
了新的人文气象，也使各种主义与具体的研究

实践在各个基础性学科实现有机的结合。新一
代学者 ( 这里特指 20 世纪初年出生的一代学
人) 在这一结合中则更加关注着对中国社会文
化发展的特殊性的探索，更为关注使西方文化

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的尝试③。在历史学研究
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树一帜，比如侯外

庐的以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重要参照的
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研究。在哲学研究中，张申

府全力主张发展 “实学”，以推进学术的 “中
国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贺麟则提出了中
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华化、儒化西方文化”。

王亚南在翻译 《资本论》的基础上，着力探究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及其特有的
“文化事象”——— “中国官僚政治”。

在这一特定的人文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关

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体现了 “新
启蒙”氛围中孕育出现的思想进步潮流。正如
张申府所说: 毛泽东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
一大进步”; 而且 “意思与新启蒙运动的一个要
求完全相同”，因为 “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
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④ 毛
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做是 “民族主义的
科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需要关注解决的重
大理论问题。为此，他做了艰辛、系统的理论
探索。从 1938 年到 1942 年，他在 《论新阶段》
《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
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集中论述了
如何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反思和总结历史的教训基础上，

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真正看做是一门能够联系中

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用以

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
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
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

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

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⑤。为此，他提醒全
党: 要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
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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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

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
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

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
风和中国气派”。① 今天，在我们培育先进文
化、进行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科学的
理论指导，也特别需要端正对理论与实际的关

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认识，毛泽东的上述
论断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自然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含义。

但现实的问题在于: 究竟对 “当代”如何理解?

对 “当代”的背景又怎样去把握? 笔者认为，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回归到 “20 世
纪 80 年代”，一定要反思作为这一思想时代关
键背景的 “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取
向的话，我们又怎么能从心底珍惜构建 “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特殊的珍贵?!

应该明确承认: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

的人文性特征之一就是从思想、理论到实践彻
底告别 “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摆脱斯大林主
义的影响，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实际上，

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经历了 “文化大革命”

灾难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痛苦的磨难中开始了深

刻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理性成果之一就是 《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绝不能离开这个 《决议》，更不能从 《决议》

退步。从方法论意义着眼，《决议》既充分肯定
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也明确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曲解、背离，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误区。 《决
议》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毫不讳言党在实践当
中的重大失误，而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亦进行了

深入的解析。这就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健
康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也正是在这样的理性
认知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

理论探索中才有可能逐步提出了 “邓小平理
论”、“关于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理念。

今天，随着时代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进程中，在完善理论时仍然需要对理论

进行创新，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有必要确
立对理论和创新的认知取向，构建必要的方法

论原则。理论创新要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它
必须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实践中创新。

理论创新要讲求历史继承性，离开历史，根本

无法认识文化，而对于文化的茫然，则必然导

致对历史的虚无。理论创新要注重开放性，马
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所体现

的精神同样应该是开放的。理论创新要含有逻
辑理性，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 二) 关于党的自身建设中的人文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中，将党的历史和党

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中注入人文性，

对党的自身建设进行深入的反省同样非常必要。

因为与一般化的党的建设研究不同，它所展现

的是政党发展过程中颇具理性特色的内容，即

对党自身特点的认识，对自身经验教训的总结。

它不仅开辟出一个新的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

增加了理解党的建设问题的深度。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党的自身建设、

党员修养的思想理论研究多有建树者，应属刘

少奇。我们可以从刘少奇主要的理论特征 ( “理
性”和 “修养”) 中，分析其深刻的人文性内
涵，进而充实反思的 “人文史观”。刘少奇的理
论精华集中表现在他对党的自身特点的剖析。

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严重存在的 “左”倾顽
症的揭示，透露出其鲜明的理性，在党内少见。

他敏锐地从 “党内斗争”问题切入，指出:
“我们中国党建立时期的这些特殊条件与特殊情
况，是发生两方面影响的: 一方面是好的，使

我们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

在主观上严格遵循着列宁的原则，这个党一开

始就有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这是推动

我党进步的一种原动力，使我党进步很快。但
是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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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常常使我们党内

的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

斗下去，走到了另一个偏向，‘左’倾的偏向”。

这是 “在中国党内特别严重的 ( 在外国党内虽
然也有) 一种偏向”，从而招致 “党的组织上
的 ‘左’倾机会主义 ( 否定党内民主，否定原
则上一致的党内和平，否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

织的相对的独立性，否定党员的个性及其自动

性、创造性等) ”。① 刘少奇还从完善党内民主
的角度，揭示了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的主客观

原因: 主要是 “由于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生活
的国家，我党在过去大部是处在极端秘密环境

中，同时还由于某些同志有不正确的思想和对

于党内民主的不正确了解，所以在党内民主生

活上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以至在客观条件可

能时，亦不能很好的很正确的实现民主生活”②。

可见，刘少奇在分析问题和阐述理论见解时，

非常看中的是联系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智慧，

从历史中展开思想，从历史中总结教训，将历

史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这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认知方法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是党员。自
然，党员的修养体现着党的基本形象。这一点，

刘少奇最为看中。因此，他所探究的党的建设
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加强共产党员的修

养，并且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撰写出了专著

《论共产党员修养》。与众不同的是，刘少奇把
共产党员的人格修养问题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中去理解，提倡在继承当中的 “扬弃”。他
的这种分析方法触及到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历

程，富有典型的人文性。他举例说: “孔子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
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 ‘圣
人’。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
担当 ‘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
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

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 ‘大任’的，
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总之，“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
践”，这是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③

针对党内斗争存在的问题与非理性的思想

状态，刘少奇提出了共产党人对待缺点和错误

应有的理性态度。在他看来，这是共产党人必须
具备的态度，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修养。其中，
他特别提倡: “冷静的辨识和思考”， “不盲从，
不随波逐流”; “不抱机械的绝对的态度”，“不
是主观地、机械地、捕风捉影地在党内乱斗一
阵，也不是有 ‘斗争’嗜好”。④ 然而，颇具讽
刺意味的事实是: 刘少奇本人后来就成了这种

“党内乱斗”的牺牲品。毛泽东和美国新闻记者
埃德加·斯诺谈到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时，
就提到两个理由，即刘少奇不同意 “四清”的
目标是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
且他还曾经写过毒害共产党人的 “黑修养”。⑤

上述分析所揭示的是一个党的自身建设历

史的显例。它告诉我们: 人文性并不是抽象的
概念，而是具体的认知理路。相对于习惯的斗
争性，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某些残酷的党

内斗争，人文性饱含着理性和修养，代表着风

范和境界，体现着文明和包容。运用人文性，
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党的特点，乃至弱点; 可以

率真地总结党的经验与教训，向挫折学习; 可

以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实现人生价值。
从人文性出发，结合党的自身建设，很有

必要研究党性。今天，党性这一概念应该如何
界定? 党性与人文性是何种关系? 党性是否包

含着理性和科学性? 都是值得共产党人进一步

深入思考的问题。由此，也自然会导引出党员
的理性修养问题。本质上，关于共产党员的理
性修养并不仅仅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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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修养亦看成是一个人文历史概念。提高共
产党员的理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对党员开

展必要的历史文化教育，对党员注入不可或缺

的人文性和理性，使他们掌握理解、分析、判
断问题的历史观、方法论，养成史识，才能对
所遇到的问题本身产生深刻的认知。
( 三) 关于国外对于现代中国与中国共产党

研究问题

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笔者还深切感觉到

人文性与开放性的紧密联系。自 20 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对

于中国研究，尤其是现代中国研究，受到学术

界的广泛关注。由此，兴起了国外中国学研究。

今天，从学术史的角度反思，对国外中国学的

研究仍囿于 “规范认识”束缚，未能完全超越
阶级斗争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窠臼，因而无

法从对方的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参照和借鉴。

如果我们运用人文史观，确立独立的学术

视角，必然会视野开阔，看到完全不同的历史

画面，得出迥然有别的历史结论。事实上，美
国一些学者也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质疑他们

的意识形态和官方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美国的中国研究进入特殊的发展时
期。伴随着 “越战”期间，整个美国学术界的
思想动荡，整个中国学研究界形成了一股反思

的人文思潮，新一代学者公开批判战后美国中

国研究的传统，批评具有 “官学”色彩的 “费
正清学术模式”。

新一代学者对传统学术的反思和批判主要

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地区研究 ( The
Regional Studies ) 带有强烈的 “冷战”色彩，

完全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严重制约了

学术研究的发展。有批评者认为: “由于麦卡锡
时代的伤害，学者们一直对卷入富有争议的政

治问题心有余悸。”这种在 “麦卡锡时代产生的
恐惧几乎使美国失去了整整一代对美国的越南

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就中国研究本身而
言，“一旦政府确定了政策参数，中国学学者在
情报收集方面是有用处的。他们领会了冷战的
意图，不需要提出任何批评性的意见”。① 第

二，摈弃历史偏见，构建新的亚洲观和中国观。

他们认为，与早期启蒙思想家不同，美国人形

成了 “救世主”的思维范式。因此，消除种族
偏见，建立非殖民化的研究理念是必要的。“最
理性的途径就是以相互学习为先决条件，我们

可以从与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流中学习到很多解

决人类基本问题的有益经验。实际上，无论任
何民族都要通过斗争克服自己固有的局限性。

这种斗争将为整个人类提供巨大的创造力和教

诲。”因此，美国人完全可以从中国研究中得到
激励， “因为很多问题都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
题，美国存在的问题也是第三世界的批评家现

在所面临的问题”②。第三，关注中国的 “文化
大革命”，并以此做为社会批判的参照系。20 世
纪 60 年代是美国社会大动荡的年代，特别是越
南战争的爆发，诱发了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

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

迫切寻求思想出路。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恰
好适应了美国青年的精神需要，为他们提供了

进行社会批判的参照系。美国学者把研究 “文
化大革命”看做是 “现代中国学的入门阶，是
认识当代世界的首要部分”，把红卫兵的造反运
动和西方的学生运动作详细的比较和严格的社

会人类学分析，注意研究 “文化大革命”本身
提出并试图解决的问题，特别关注 “文化大革
命”对所谓新的社会模式的探索。他们甚至提
出: “共产党中国代表着一种衡量我们所存在的
问题的有效模式。”③

今天，饱受 “文化大革命”创伤的中国人
是很难想象 “文化大革命”居然对美国人所产
生的强烈震动。“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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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udith Coburn， Asian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The
Chry Santhemum on the Sword，America’s Asia: Dissen-
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Random House，
1977，pp． 77，93—95．
Edward Friedman ＆ Mark Selden ，America’s Asia: Dis-
sen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Random
House，1971，Introduction．
Maurice Freedman，Why China? The Study of Chinese So-
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07—
1422．



产生回应是因为: 美国自身的社会问题空前尖

锐，而 “文化大革命”本身确实提出了很多
“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当然也正是美国的问
题。但遗憾的是，依靠 “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最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它们依旧困扰着我们，

使我们陷入思想的困境。在所有 “文化大革命”

呈现的问题中，“民粹主义”问题是至今最令人
困惑和争议的问题之一①。应当指出，最早提出
这一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 Mau-
rice Meisner) 。1967 年，他在 《李大钊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中国马克思主
义者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在迈斯纳看来，“文化
大革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新问题。

这引起了他的好奇，但用马克思主义又很难解

释中国发生的革命，这又着实使他感到困惑。

这种文化心理在美国的中国学家中是普遍存在

的。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使下，他将自己的视
角延伸到民粹主义，把民粹主义视为 “文化大
革命”中出现的许多社会现象的思想根源。例
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毛泽东对青年的
特殊信任、相信和鼓励群众的自发性、反对官
僚主义、企图绕开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
等。迈斯纳认为，这些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借助于民粹主义取
向，可以理解这些问题。他还强调，“民粹主义
成分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现象，这种现象的

形成，尽管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

上的影响，但却不是因为这种影响才形成的”。

我们应该在研究这种现象时，“注意那些促进了
民粹主义式的思想和运动的典型条件”。②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所发生
的重大变化，使美国学者深感 “中国研究失去
了它的紧迫性”。以至于费正清在谈到中国研究
未受到重视而降温时，特别鼓励研究者切莫短

视，并指出了方向: “我们在研究中国的 50 年
之后想提供的启示不是其他，而是继续努力研

究中国”。③ 不可否认，当年，推动美国的中国
研究者关注中国的动因，表面上看是因为 “文
化大革命”使乌托邦幻觉变为现实主义的行动，

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源于两国文化上的巨大差

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20 世纪 90 年
代，美国的中国学家更关注的是“文化的中
国”。著名学者史华慈 ( Benjamin I． Schwartz )

辞世前，就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面对当时的

中国发出了种种引人困惑的 “人文疑问”。

近十年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又呈现出新的

特点。他们在关注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更重
视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研究。这一新取向以沈
大伟 ( David L． Shambaugh) 为代表。2008 年，

沈大伟推出其新著 《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
( 中译本 2012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与
“冷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不同，沈大伟将
关注点聚焦于 “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
党”，探究它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因。他
强调: “本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具
有的优势、弱点、持久性和调适性，以及长期
执政的潜力。”他特别提醒读者: 我 “关注的是
作为一种建制 ( Institution) 的中国共产党，而
不是政治体制”。因此，他的研究理路与传统的
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相悖，更侧重于党对历史经

验教训的总结，党内改革的重要举措，重塑意

识形态的尝试，党的宣传部门的作用，加强执

政能力建设，加强党外协商监督，党校与党员

培训，党的动态稳定，等等。沈大伟的研究反
映了美国中国学家研究兴趣的转变，表明美国

严肃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趋于理性化。相比
较而言，我国学术界对这种学术变化尚缺乏应有

的敏感和反应，也就难有正常的、深入的对话。

( 本文作者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
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44)

( 责任编辑 占善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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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 世纪 90 年代，党史学界曾由这个问题引发争论，
并对迈斯纳的研究进行过批判。现在看来，批判者
并未真正理解这位最早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入

美国高等学府的严谨学者。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
外研究毛泽东与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 《毛泽
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第 114 页。
〔美〕费正清著、黎鸣等译: 《费正清自传》，天津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84 页。


